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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社会转型的内在驱动，近代中国教育由儒家文化培养体系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型的过程迅

速而复杂。直隶作为京畿之地，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晚清直隶学堂起源于洋务时期创办的专门

教育，清政府实行 “新政”之后，普通学堂教育在各地相继兴办。新式学堂教育虽然代表近代教育发展的

必然趋势，但是存在较大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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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的新式学堂教育起源于洋务时期。为满足

对洋务人才的需求，李鸿章兴办一系列洋务 学 堂，

所教所学均为西方实用技术，在教学形式上也一改

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内容和形式上，洋务学堂

算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肇始。继李鸿章之后，再次推

动直隶新式学堂教育的是袁世凯。他一方面为筹设

新式陆军建立大量各类军事学堂，另一方面在推广

新式学堂教育方面也做出特殊贡献。在 “新政”以

后，清政府以新式学堂取代传统书院、私塾，推行

新式普通教育，直隶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新式

学堂教育的三个部分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成直

隶近代的新式学堂教育。

一、近代直隶新式学堂的肇始———洋务学堂

直隶是北方兴办洋务的中心，在洋务学堂的兴

办卓有成效。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奉

天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及官办军

事工业等事宜，依例由直隶总督兼任。李鸿章督直

期间，天津机器局的创办、北洋海军的建立及开矿

山、架电线、修筑铁路的过程，均亟须培养各种人

才，于是李鸿章着手在直隶兴办军事或与军事有关

的新式学堂。当时直隶总督常驻天津，天津又是华

洋杂处、工商密集的港口城市，交通方便，得风气

之先，许多新式学堂都集中在天津。（见表１）。

可以看 出，早 期 的 洋 务 学 堂 以 军 事 建 设 为 中

心，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以及为军事活动服务的

电报学堂和军医学堂。此外，针对铁路、矿务、冶

金、工程等领域也建立新式学堂，以培养专门的洋

务人才。在课程设置上，多直接学习西方的技术课

程，以实用为特征。在管理上多延请外国教习，用

国外书籍，对学生有一定的外语要求。其中，多所

学堂的设立在直隶乃至全国都有首创意义。

二、袁世凯创办的陆军军事学堂

２０世纪初，袁 世 凯 继 李 鸿 章 之 后 接 任 北 洋 大

臣。基于在直隶扩编军队的需要，袁世凯奏请在直

隶兴办新式军 事 学 堂。光 绪 二 十 八 年 （１９０２年），

袁世凯奏准在保定兴办 “行营将牟学堂” “北洋武

备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这些学堂

为短期训练班性质，均于第二年并入新创立的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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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直隶重要洋务学堂简表

名称 地点 时间 （年） 创办人 教习 学制 （年） 主要课程 备注

天津电报学堂 天津 １８８０—１９０２ 李鸿章
璞 尔 生 （丹 麦）、
那三、庆常

４—５
电 报 实 习、基 础 电

信、仪器 规 章、电 磁

学、材料学、制图

———

天津医学堂 天津 １８９３ 李鸿章 林联辉 ４ 西方医校标准 前身为英人私办医馆

山海关铁路学堂 山海关 １９８５
津榆铁

路公司
丁家立 （美国） ——— ——— 我国最早的铁路学堂

天津水师学堂 天津 １８８１ 李鸿章 吴仲翔 ５ 汉文、外国水师操法 ———

天津武备学堂 天津 １８８５ 李鸿章 德国军官
初一年

后延长

天文、舆地、测绘 、
炮台营垒等

———

直隶武备学堂 ——— １８９６ 袁世凯
魏贝尔 （德）、段

祺瑞 、梁华殿
２

兵 法、战 法、沟 垒、
枪学、炮学、德语

学生分为德文官牟

学 生、 炮 队、 步

队、马队四类

天津中西学堂 天津 １８９５ 李鸿章 伍廷芳、蔡绍基 ４
法 律、采 矿、冶 金、
土木工程、机械英文

我国为培养工程技

术人员而设立的最

早的新式学校

直隶矿务学堂 保定 １８９７ 王文韶 ——— ——— ——— ———

　　资料来源：根据朱友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版）自制。

洋武备速成学堂”。北 洋 武 备 速 成 学 堂 旨 在 培 养 中

下级军官，内分步、马、炮、经理、测绘诸科，学

制２年。１９０６年 该 学 堂 改 归 练 兵 处，改 称 “通 国

陆军速成学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军事学堂。

１９０６年４月，袁 世 凯 奏 准 在 保 定 成 立 “军 官 学

堂”，其宗旨是对学生 “教以高等兵学”“为造就参

谋既要职武官之所”［１］。该校 的 教 育 制 度、教 材 都

仿照日本 陆 军 大 学，分 速 成 和 深 造 两 科。１９０７年

“通国陆军速成学 堂”并 入 该 校，改 称 “陆 军 预 备

大学堂”。陆军预备大学堂迁往北京后，袁世 凯 命

令在原址创办一所 “陆军军官学堂”，１９１３年改为

“陆 军 军 官 学 校”，即 “保 定 军 校”。除 此 之 外，

１９０２年设 “警务 学 堂” （第 二 年 归 入 天 津 巡 警 学

堂，改称 “北 洋 巡 警 学 堂”）。１９０３年 袁 世 凯 在 保

定和姚村开办两所 “陆军小学堂”。１９０５年奏设军

医、马医、军械、经理四门学堂，学制３年到５年

不等。１９０５年开设 “陆军师范学堂”，８月 设 “宪

兵学堂”。１９０６年在天津韩家别墅设 “北洋讲武学

堂”。上述学堂除讲武学堂、军医学 堂、马 医 学 堂

在天津，宪兵学堂在大沽外，其余学 堂 均 在 保 定，

这使保定成为全国最大的陆军教育中心。

三、普通教育体系的构建

中国近代 普 通 教 育 改 革 的 实 质 是 由 传 统 的 书

院、私塾教育向近代新式学堂教育转型。清代末书

院教育积弊颇深，时人意识到教育改革势在 必 行。

刑部侍郎李端棻首次提出改书院为学堂的建议，他

在 《请推广学校折》中说： “或疑似此兴作，所费

必多，今国家正值患贫，何筹此巨款，臣查各府州

县率有书院……难育异才，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

一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２］１８９８

年戊戌变法大力提倡新学，主张建立新式学堂。张

之洞持 折 中 意 见，提 出 改 书 院 为 学 堂 的 主 张。他

说：“天下文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财力给之？

曰：先以 书 院 改 为 之 学 堂 所 习，皆 在 诏 书 科 目 之

内，是书院即学堂也”。［３］同年５月，清廷诏命各省

府州县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西的学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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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阶级，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书院改

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皆颁给 《京师

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４］但是变 法 百 日 即 宣

告失败，慈禧太后掌权后，复令学堂改回书院。但

书院改学堂 已 成 为 历 史 发 展 必 然 趋 势，１９０１年 湖

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奏请 《筹议变

通政治 人 才 为 先 折》中 主 张 改 立 分 科 学 校。１９０１
年８月清廷下诏，将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城均改为

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郡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

小学堂并多设立蒙养学堂。自此，各省均将书院改

为相应的各级学堂，直隶也不例外。

（一）直隶的高等教育

直隶天津有一所大学堂，即北洋大学堂，其前

身为１８９５年开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光 绪 二 十 二 年

（１８９６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分为头

等学堂 和 二 等 学 堂。头 等 学 堂 分 为 四 门：法 律 学

门、土木学门、采矿冶金学门和机械工程学门，学

制４年，它是中国近代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分科式大

学。１９００年 八 国 联 军 占 天 津，学 堂 停 办。光 绪 二

十八年 （１９０２年）袁 世 凯 重 振 学 务，学 堂 规 模 稍

有扩大，北洋大学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１１年本科毕业生

和肄业生共３８５人。

直隶高等 学 堂。１８９８年 直 隶 总 督 王 文 韶 在 省

城保定西关外灵雨寺官地建造畿辅学堂，由于未能

聘请到外国 教 员 而 未 开 学。１９０２年 袁 世 凯 修 造 原

有畿辅学堂，聘美国人丁家立为西学总教习，同年

正式开学。不久依照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改为直

隶高等学堂，学制４年，并明定为北洋大学堂之预

备学堂，毕业合格者可直接升入北洋大学堂 正 科。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调 整 课 程，分 为 文 理 两

科，民国二年，并入北洋大学堂。

（二）直隶的中等教育

直隶的中等教育较为发达，最早出现的中学堂

为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成立的天津府中学堂。

根据清政府的兴学诏谕，各府直隶州纷纷改书院为

中学堂，这些学堂的课程设置除了经史、史鉴，还

增加英文、算学、地理、体操及理化各科。私立学

堂中较为著名的有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由严修、

张伯苓等在 天 津 创 办 的 私 立 敬 业 中 学 堂 （１９０６年

改为南开中学 堂）和 光 绪 三 十 三 年 （１９０７年）由

陈幼 云 和 齐 树 楷 在 保 定 创 办 的 育 德 中 学。时 至

１９０７年，直隶省中等学堂数为３１所，学生人数为

２０３６人；１９０８年 学 堂 数 为３０所，学 生 人 数２３１６
人；１９０９年学堂３１所，学生２４１９人。纵向观察，

直隶省的中等学堂教育发展较为稳定，学堂数和学

生人数起伏不大。横向看，直隶的中等学堂数仅次

于四川 （５２所）、湖 南 （３４所）、浙 江 （３２所），

位列第四，学生人数仅次于四川 （５３５６人）、湖南

（３２２０人）、广东 （２６００人）排在第四位。［５］

（三）直隶的初等教育

光绪二十 八 年 （１９０２年）以 后，各 州 县 都 将

原有书院改成高等小学堂，较为繁荣的村镇设初等

小学堂。据各州县方志记载，各县多将县城的书院

改为高等小学堂，且各县的大致情形类似。

表２　直隶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小学堂数额统计

年份 高等 两等 初等

学堂数 学生数 学堂数 学生数 学堂数 学生数

１９０７　 ２１８　 ７８７８　 ５４　 ５０３２　 ７５９６　 １３３８８４

１９０８　 １７４　 ８６３９　 １０１　 ８７０４　 ８５３４　 １８０４８９

１９０９　 １６２　 ９４６７　 １４８　 １１６７８　１０２５９　 ２０９６６８

　　资料来源：根据朱友瓛 《中国近代 学 制 史 料》（华 东 师

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版）自制。

四、清末民初新式学堂教育存在的问题

晚清直隶的新式教育发展速度较快，一方面来

自晚清政府兴办洋务对新式人才需求，另一方面晚

清政府推行 “新政”产生直接推动作用。但是，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

一是新式教育结构不合 理。小 学 堂 占 比 较 大。

其中，１９０７年直隶小学堂７８６８所，占其时学堂总

数的９０％；小学生人数为１４６７９４人，占其时学生

总数的８９．４％。［６］可见，清末兴办新式学堂的主体

是小学堂，中学堂的建设数量严重不足，学生升学

受限。

二是学生 入 学 率 低。１９１６年 在 直 隶 的１１９个

县中仅枣强、庆云、涞水三个县入学率在４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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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濮阳、东 明、青 县 等 数 十 个 县 入 学 率 不 足

１０％，最低的 东 明 县 只 有４．４３％，全 省 的 各 县 平

均入学 率 也 只 有２３．５７％。［７］乡 村 私 塾 大 量 存 在，

据１９０７年直隶提学司的调查：“查各府州县官私两

等小学虽已设立而与私塾比例尚不敌十分之一。”［８］

三是师 资 差、经 费 少、教 材 陈 旧。就 直 隶 而

言，如 “里仁仓小学其中学生仅七、八人，学务处

所颁发 之 书，虽 发 而 不 能 用，所 教 者 仍 为 《三 字

经》《千字文》《四书》之类。西坛村小学，教员不

过六十九岁聋老翁，环守村童八九而已。”［９］广昌县

书院 “向例非本处绅衿，不准充当山长，自光绪二

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改 为 学 堂，即 由 本 地 举 人 李 德

龄为教员，年七十余且以经义课士”［１０］。

四是直隶东西存在地域性差距。天津为开埠城

市，学堂教育发展水平较高。据 《光绪三十二年省

视学高奎照张良弼陈恩荣等查视天津各学堂情形报

告》记载：“经费充裕，除动用外，每年均有盈余，

实为他处所未有”“两级师范学堂学生寝室洁净整

齐，似无人居住者，足征管理之善” “师范小学堂

之教法，注重训练学生，亦有活泼精神，堂长于放

学时必送学生至大门外，秩序井然” “民立第二小

学堂初等四年教员李思沛，教算学用手势，儿童相

悦以解”，［１１］这 些 材 料 与 涿 州、涞 水、广 昌、易 州

等县的新式办学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五是管理松懈，腐败滋生。据 《直隶高等学堂

各府学生禀复该府中学堂情形公函》记载，某中学

“委监督 之 权 于 洋 文 员，而 学 堂 之 扰 乱 即 不 堪 言

矣”，除 监 督 外，教 员 的 素 质 也 存 在 严 重 的 问 题。

据载 “洋 文 教 员 某 君，程 度 不 过 二 年，无 兼 人 之

资，又 不 好 学，任 意 妄 为，毫 无 忌 惮，且 饮 酒 为

淫，赌博为乐，于常游押前经厅某公馆，缘是经厅

之子共与为奸。”在监督教 员 之 外，庶 务 长，教 务

长的任用都没有严格的标准，多所用非人。［１２］

五、结语

直隶作为京畿重地，洋务运动的核心区域，条

件得天独厚，晚清直隶学堂教育的发展在全国名列

前茅。但不能否认，其也存在很多问题。通过对晚

清直隶新式学堂教育的全面分析，可以看出，社会

观念发展滞后于社会改革成为一些具体问题滋生的

温床。清末民初，兴办新式学堂对基 层 百 姓 来 说，

确实是新鲜事物，民众接受学堂教育的程度很大程

度取决于社会风气 的 开 化。据 《述 内 地 办 学 情 形》

记载，清末学堂设立之后没有学生前来报名，办学

人员 “亲往敦促”“然应者十一，拒之者十之九也，

叩其说不越三端，一曰，科举已废，我家子弟可不

必读书也。一曰君等开设洋学堂，殆将引诱我家子

弟吃洋 教 也。一 曰 今 年 虽 不 收 学 费，殆 以 甘 言 诱

我，明年将令我出学堂捐也。此三种人之口吻，一

鄙，一 陋，一 过 虑，而 不 愿 其 子 弟 就 学 则 尽

同。”［１３］这则材料 切 实 反 映 了 百 姓 对 学 堂 教 育 的 概

念是不清晰的，社会舆论混杂。此外，学堂学生趋

新言行，常与传统伦理发生冲突，而为观念传统者

所不能接受。再有兴学之初，“民人不知教育之内

容，不明 教 育 之 真 相，以 学 堂 为 地 方 官 一 人 之 私

事，不知与己身有密切之关系。”［１４］可见兴学之初，

百姓的认识无奇不有，社会心理亦难于统一。百姓

在观念上的不认同，是造成学堂不兴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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